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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维度下城镇化内部协调性研究

——基于江西省市级面板数据
*1

朱越浦 黄新建 樊晗露

【摘 要】：首先，基于城镇化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评价方法确定指标的权重，测算出城镇化综合指

数 D；其次，基于协调度模型公式得出江西省内各设区市四类城镇化间的协调系数 CE；然后，测度各设区市城镇化

的内部协调发展指数 F,并进行时空两个维度分析。结果显示，11 个设区市的城镇化率在 15 年期间均实现了不同幅

度的增长，且城市间的差异得到了有效缩小，这有利于地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同时，这期间江西省始终保持着“北

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在江西省北部地区。最后，从沟通机制、平台

技术、科学规划等方面给出提升城镇化内部协调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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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内部协调性的内涵及意义

（一）城镇化内部协调性的内涵

通常来说，城镇化是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至城镇的一个过程。有很大一部分研究也仅用对应的人

口比例来代替或衡量城镇化率。但深究其本质，可以发现，城镇化是一个具有动态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是每一个

国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发展过程，与经济、社会、土地空间等方面紧密相关。大多数研究将城镇化发展系统分为人口与土地城镇

化、人口与经济城镇化两类；或者分为人口、经济与土地城镇化三类。由于现实中，伴随着城镇化过程，诸如人口由农村向城

镇集中、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城区面积不断扩大、社会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等现象会产生。因此，本文将城镇化发展系统归纳总

结为一个具有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子系统的动态系统。

城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缺失或者滞后，都会造成城镇化的不协调发展，影响其发展效率及进程。

可以将人口城镇化视为城镇化发展的基础，经济城镇化视为发展的推动机，空间城镇化视为发展的载体，社会城镇化视为发展

的催化剂。这四个子系统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一起推动着城镇化发展系统的运作。继而，可以将城镇化系统内部协调性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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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城镇化四者间发展水平的一致性或者同步性。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滞后发展或者片面发展都会造成城镇化系

统内部的不协调；会导致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如城乡发展割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城市过于拥挤等问题；

或者，造成诸如两个城镇人口相当的地区，经济水平却差距巨大等类似问题出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子

系统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原则，保障城镇化内部的协调发展，实现城镇化发展系统的可持续运作。

（二）城镇化内部协调性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不再仅仅关注人口城镇化水平，而且涉及到人口、经济、社会以及土地等多个方面，唯

有这些方面同步发展，才能实现高水准的发展质量。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地区未实现城镇化内部的协调发展，继而出现城镇

化整体质量较低的问题。例如，一个地区如果人口城镇化快于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则可能出现城镇人口众多，但人均 GDP 较低、

公共服务覆盖率较低的现象，影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又如，如果一个地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则会出现大量“空城”、

“鬼城”，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继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再如，如果一个地区人口城镇化快于土

地和社会城镇化，则会出现城市拥堵、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紧缺等城市病出现。因此，只有经济、社会、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

发展，才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道路，城镇化内部协调是城镇化发展质量良好的必要条件。

二、城镇化内部协调度模型建立

首先，本文在四类城镇化各自范畴内选取 3-5 项代表性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分别测算出四类城镇化的综合指数；最

后，基于人口、经济、土地以及社会四类城镇化的综合指数，运用协调度测算模型，得出四类城镇化间的协调度。

（一）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1.人口城镇化方面。由于人口城镇化主要涉及的是人口数量和分布的变化，呈现出人口迁移、数量增加、工作性质转变、

空间分布改变等特征。因此，选取人口城镇化率、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和市辖区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比重 3项指标，共同测算人口

城镇化的综合指数。

2.经济城镇化方面。经济城镇化主要反映的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有关经济类特征要素的改变，通常表现为 GDP 总量增加、

人均 GDP 增加、居民收入增加、GDP 增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等特征，因此，选取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 GDP、人均 GDP 增速、

居民收入 4 项指标，共同测算经济城镇化的综合指数。

3.土地城镇化方面。土地城镇化主要反映的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有关土地、空间类特征要素的改变，通常表现为建成

区面积扩大、道路面积与长度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增强、居住环境改善、人均居住面积增加等特征。因此，在建成区面积比重

的基础上，基于评价的客观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再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燃气普及率、城市人口密度、人均道路面积 4项指

标，共同测算土地城镇化的综合指数。

4.社会城镇化方面。社会城镇化主要反映的是城镇化过程中，有关社会体系方面特征要素的改变，通常表现为政府公共服

务支出增加、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文教卫等社会服务机构增加、公共交通服务改善等特征。因此，选取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职

工养老保险参保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人均馆藏图书数量 5 项指标，共同测算社会城镇化的综合

指数。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城镇化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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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标单位及绝对值大小差异较大，故本文利用 SPSS 软件，运用极差法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公式

为：正向相关的指标—— ；负向相关的指标—— 。其中，χi为 i 指标的实际值，χmax、χmin

分别为该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为标准化后的值。

（二）内部协调度模型建立

1．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数方面

一方面，主观赋权类方法确定的各指标权重通常体现的是赋权或决策人的个人意志和想法，最常见的如层次分析法、德尔

菲法等，通常采取专家组多人联合确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动性、人为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客观赋权类方法常见的

主成分分析法、加权平均法等，虽然建立于数据或者数据分析处理结果上，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推演性，但在一定程度上难与

实际有效结合。因此，本文采用组合评价方法，以充分利用主客观方法的优点，并尽可能避免各方法的缺陷和不足，从而提高

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详细地，本文基于标准化后的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法、层次分析法及主成分分析法三种方法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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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镇化的综合指数分别为 A、B、C（三类方法的计算公式略）。由于三种方法涵盖主客观两大类方法，汲取了主客观分析法的

优点。最后，基于相同权重得出最终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数 D 的计算公式为 D=0.3333A+0.3333B+0.3333C。

2．城镇化协调系数方面

众多专家研究过不同事物间的协调度关系。如吴跃明等（1996）将协调度函数定义为： ,来测算环

境与经济两者间的协调度
[1]
；张晓东等（2001）将协调度定义为 ,来测算经济与环境两者间的协调度

[2]
；钱丽

等（2012）将多种事物间的耦合度模型定义为: ,测度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间的内部

协调度
[3]
；杜傲等（2014）将协调度模型设为： ,测度了城市与旅游业发展两者间

的协调水平
[4]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镇化协调度研究方面也逐步成为了热点，如曹文莉等（2012）

将协调系数公式设为： ，测度了人口、经济与土地城镇化在我国发达地区的协调性
[5]
；刘娟等和陈凤桂等

的研究方法基本类似,都用 ,其中, 、 以此测算土地与人口城镇化两者

间的协调度
[6][7]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测度四类城镇化之间协调度系数模型定为： 。其中，

CE是四类城镇化间的协调度系数；UP、UE、UL、US分别为人口、经济、土地以及社会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数。根据相关的数学推

导可以发现，CE 的取值范围在[0，2]，CE 的值越大说明协调度越高；反之，CE 的值越小说明协调度越低。当且仅当 UP、UE、

UL、US 四者相等时，CE达到最大值，即协调度达到最高，人口、土地、社会以及经济城镇化均衡发展，城镇化发展达到协调发

展状态。

3．城镇化内部协调度指数方面

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 D 测度的是发展水平，即城镇化发展的程度；而城镇化协调系数 CE 测度的是内部协调性，即四类城镇

化间的协调性。本文将两者相结合，测度城镇化的内部协调度或称发展协调度，即统筹考虑发展和协调性两方面的内部协调发

展指数 F。这里，F 的计算公式为 ，不难证明，F 的取值范围为[0，2.8284]；当且仅当 UP、UE、UL、US四者相等

且同时达到最大值 1 时，D达到最大值 2.8284。

由于已有的大多数研究文献集中于两个或三个变量间的协调度问题，涉及四者间的协调度研究极少，尚无统一的协调度水

平划分标准。故基于数学方法推理，联系本文研究的实际问题———城镇化的内部协调度发展指数，参照研究地区实际发展水

平，将城镇化内部协调发展的类型划分为以下几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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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一）时间序列分析

2000-2014 年江西省 11 个设区市城镇化内部协调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如表 3、图 1所示。可以发现，11 个设区市的城镇化水

平在 15 年期间均实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且城市间的差异有效缩小，这有利于地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具体来看，2000 年，南

昌市的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达到 1.8110；景德镇、萍乡两市也均达到 1.60 以上，进入轻度协调发展阶段，这说明上

述 3座城市城镇化协调性与城镇化水平实现了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处于中性过渡阶段的城市达到了 5 座，分别是九江、新

余、鹰潭、赣州和上饶；剩余城市则均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分别是吉安、宜春、抚州 3市。2004 年，协调性和耦合协调发展最

好的城市依旧为南昌市，其耦合协调发展指数已达 1.9569；处于轻度协调阶段的城市新增九江市，其指数达到 1.6271；而剩余

城市则全部处于中性过渡阶段，处于失调阶段的城市数为零。2008 年，南昌市依旧保持第一位，其指数增至 2.1136，成功升入

中度协调发展阶段；协调指数超过 2.0 的城市还有景德镇，达到 2.0415；处于轻度协调阶段的城市依次为萍乡、九江、新余、

鹰潭；剩余城市则全部处于中性过渡阶段，但耦合协调发展指数均超过 1.50。2008 年首末位指数差为 0.5981，较 2004 年首末

位差 0.7079 缩小了 0.1098，说明江西省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正逐步缩小，这有利于地区间城镇化平衡发展。2013 年，

协调指数最高的南昌市已升至 2.4906，成为全省第一座进入高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城市；同时，指数超过 2.0 的城市还有景德镇、

萍乡、九江、新余、鹰潭，总数量较 2008 年有明显提升；剩余城市的指数也升至 1.70 以上。2014 年，所有城市指数均升至 1.80

以上，南昌市的指数最高，达到 2.5112。2008-2014 年，江西省内各设区市协调水平上升较快，但首末位差异扩大到 0.711，这

是因为首位城市在 2011 年开始加速增长，拉开了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但总体上各个城市间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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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异化分析

江西省 11 个设区市历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变化情况如图 2所示。图 2 中，颜色愈深表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愈高，颜色越浅代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低。2000 年，江西省城市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赣北地区城市和赣南地区城市的

发展水平高于赣中地区城市的特征，且赣中 3座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相互接壤，分别是宜春、吉安、抚州市。2002

年，随着所有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全面提高，赣中地区逐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全省空间分布也呈现出新的特征，赣东

地区整体强于赣西地区，即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大部分在江西东部地区，分别是九江、南昌、景德镇、萍乡、

新余、鹰潭、抚州、赣州。2004 年空间分布格局则体现为赣北地区强于赣南地区的特征，南昌、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 5

市成功进入城镇化轻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这说明 5 座城市城镇化内部协调性与城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步协调发展。

2006 年，“北高南低”的整体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强化，赣北城市鹰潭也进入到轻度协调阶段，赣南城市则全部处于中性过渡

阶段。2008 年保持着和 2006 年一样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南昌和景德镇颜色变深，进入中度协调发展阶段。2010 年基本维持了

2008 年的分布格局，除宜春市外，其余城市全部进入轻度协调阶段，但赣北地区有 3 座城市进入到中度协调发展阶段。2014 年

全省全面进入轻度耦合协调及以上发展阶段，但 5 座进入中度协调发展阶段的城市均处于赣北地区，依旧保持着“北高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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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省会南昌市已率先进入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四、提升城镇化内部协调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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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11 地市城镇化质量与水平的协调关系差异性较大，可以通过“多规合一”将经济城镇化的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土地

城镇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人口和社会城镇化的引导和布局规划有机统一，实现四类城镇化协调发展，

推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共同发展。

（一）机制方面

尽快建立相关部门沟通平台和协调机制，在政府层面上支撑“多规合一”施行。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将负责四类城镇

化的各部门都囊括进来，并成立更高一级的联合组织，这样可有效避免多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责任模糊等问题出现。通过这

个联合组织，在市级和县级之间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搭建一个定期沟通、决策的平台，加强沟通的同时，引入自下而上的决策

机制，实现对政策执行的有效监督，同时也为后续信息数据平台的建设提供支持。

（二）技术方面

搭建“多规合一”的信息平台，采用“综合图”模式，从技术上实现四类城镇化统筹规划。例如，省统计局有覆盖社会经

济绝大多数领域的统计年鉴、公报等，环保厅、国土厅、水利厅均有各自的关于土地、水利方面的统计公报，住建厅有城乡建

设各类数据，发改委财政厅、民政厅则有每年重大项目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的衔接和共享是“多规合一”的技术基础。通过

打造共建共用共享的数据平台，可以为城镇化统筹规划及建设效果评价提供支持。

（三）规划方面

坚持科学合理的规划原则，落实“多规合一”。一方面，通过人口落户、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方面的合理规

划和加速建设，全面提升全省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滞后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江西省及省内各设区市城镇化的高度协调发

展。另一方面，着力缩小省内各设区市间城镇化发展的差异，协调赣北赣南城镇化发展步伐，构建城市群体系，主抓南昌一个

核心增长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两个发展片区，昌九、昌抚、新宜萍三个一体化，协调省内城镇化发展，

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消除“北高南低”的发展空间特征
[8]
。

参考文献：

[1] 吴跃明，朗东锋，张子珩，张翼.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2）.

[2] 张晓东，池天河.90 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1，（4）.

[3] 钱丽，陈忠卫，肖仁桥.中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

（11）.

[4] 杜敖，刘家明，石惠春.1995-2011 年北京市旅游业与城市发展协调度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4，（2）.

[5] 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张春梅.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

（2）.

[6] 刘娟，郑钦玉，郭锐利，李美荣.重庆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11）.



9

[7] 陈凤桂，张虹鸥，吴旗韬，陈伟莲.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0，（5）.

[8] 朱越浦，黄新建.新形势下江西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估及建议[J].江西社会科学，2015，（2）.


